
传媒资讯网┆传媒学术网┆传媒考研网┆传媒博客┆传媒社区┆传媒书店

 

   

 

 

       

    学术网 >> 随笔 >> 实务评论    

尊重人格尊严：新闻职业操守的重要规范 2005-11-28

作者：魏永征┊19159字节┊阅读：293次┊评论：0条┊ 关键词： 人格尊严 人格权 新闻伦理 

[关键词]：人格尊严 人格权 新闻伦理 

内容提要：人格尊严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我国公民的一项重要民事权利。对于新闻活动来说，维护和尊重人格尊严的

原则就好象是一把双刃剑：既给以有力的支持又予以严格的约束。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维护和尊重人格尊严对于我国

新闻工作者还是一个新的课题，还存在若干背离人格尊严的错位认识和现象。文章认为，在新闻活动中维护和尊重人格

尊严，既要靠法律，又要靠道德。  

关键词：人格尊严、人格权、新闻伦理  

一、人格尊严概念及其于新闻活动之意义  

人格（personality）是个古老的概念，它具有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多方面的多重含义。本文所论的是道德和法的意

义上的人格。而即使在道德和法的领域内，它的含义也是多重的（王利明，1994a：1-6）。通常说来，法律意义上的

人格是指作为一个法律的人的法律资格，即维持和行使法律权利、服从法律义务和责任的能力的集合（戴维·M·沃克，

1980：688）。我国学者，或以“做人的资格”一语来通俗表述这个权利（魏永征，1999a：38；杨立新，

2000）。  

人人皆生而有做人的资格，故而人人皆有人格并且不受侵犯，人格的这种不可侵犯性、不可凌辱性就是人的尊严或人格

尊严(human dignity)。维护人的尊严是全世界的共识。《联合国宪章》以及被称为“国际人权宪章”的《世界人权

宣言》等三个文件，都在最显要的地位突出了维护人的尊严的信念和准则。世界各国大都立法对人格尊严予以切实保

护，或是明文规定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如德国基本法、意大利、日本、俄罗斯的宪法等，或是依法对各项具体人格权给

以保护并对侵权行为予以制裁，如英美法系各国。  

当代中国也不例外。1982年《宪法》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1987年《民法通则》把人格尊严作为一项重要

的民事权利加以规定，并且在“人身权”一节中规定了众多的具体人格权，如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

荣誉权等。此后，又陆续在若干专门法中对于特殊人群的人格尊严予以保护，如残疾人（《残疾人保障法》，

1990）、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1999）、妇女（《妇女权益保障

法》，1992）、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老年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996）、少数民族

（《刑法》，1997），此外还特别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监狱法》，1994）。对于侵犯人格尊严和各项具体

人格权行为，不仅有民事制裁，还有行政制裁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6）和一些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刑

事制裁如《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的各条罪名。对于国家机关侵犯公民人格权和人格尊严

的行为，则有《行政诉讼法》（1989）、《国家赔偿法》（1994）对受害人予以救济。我国法制在保护公民人格权

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  

然而我国学术界对于人格权和人格尊严的研究则相对滞后于立法，80年代鲜有相关论作问世。许多学者将人格尊严包

含于名誉权之内（王冠，1991：51-52；孙旭培a，1994：19）。也有学者将人格权中的精神性的权利总称为人格

尊严权利（魏永征，1994：23、33），意为对于人格尊严的保护不仅体现于对名誉权的保护，而且贯穿于对所有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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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性的具体人格权的保护之中。稍后，则有学者提出“一般人格权”的概念（王利明，1994a：156-183；杨立新，

1996：684-714；2000；周志刚，1996：5），用以同“具体人格权”相区别。他们认为，在法律上，具体人格权

是多种多样的，如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隐私权、信用权、贞操权、人身自由权（包括身体自由、精神自由、通讯

自由、住宅自由等）等等，而在这些具体人格权之上，有一个主管、统领一切具体人格权的抽象人格权，这就是一般人

格权。一般人格权是概括人格独立、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等人格利益的人的基本权利，它的核心和基本内容，就是人格

尊严。所以他们指出我国法律规定了人格尊严，实际上就是规定了一般人格权（杨立新，2000）。虽然一些民法学者

不主张把通常作为政治权利的言论自由等列于一般人格权之中，但从人身权角度考察言论自由的也不乏其人（梁慧星，

1988：360-361；王利明，1994b：116；魏永征，1999b：43-45）。近有学者提出：人格权在实质上是一种自

由表达意志的资格，因为自由表达意志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资格，此乃人权的最核心的内容（郝铁川，2000）。还有

学者指出表达自由乃政治自由、精神自由和准思想自由的结合体，主要是精神自由（甄树青，2000：82-107），我

们知道精神自由正是人格权的重要范畴。可见一般人格权和人格尊严不只是个民法（civil law）概念，也是人权

（human right）概念。  

本文从国际人权法的含义上并综合我国学者的论述来使用人格尊严这个概念。论证人格尊严需要大型专著，本文只作十

分疏略的介绍。  

仅止于此，我们也不难说明新闻传播活动与实现和维护人格尊严之间的紧密关系。新闻传播活动的主体是人。新闻传播

的的内容，也只是限于人的或者有关于人的信息，发生在人的活动范围之外的信息，不会成为新闻。  

首先，新闻传播活动是实现表达权利的主要途径。自由表达意见不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条件，也是此人之区别于他

人的重要条件。人的存在，只有通过表达自己的意见、思想、感情、情绪等等，才能得到显示。人不能表达，就无以显

示存在，遑论尊严。所以表达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集中体现了人格的独立、自由和尊严，是公认的基本

人权。据国外宪法学者统计，在世界142部宪法中，有124部宪法规定了有关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马尔塞文，

1987）。而表达必须传播，各种大众传播媒介是现今世界最广泛使用的传播意见的载体。  

其次，新闻传播活动是实现知情权的主要渠道。知情权是表达自由中“潜在”的权利，如果没有什么可以表达，那么表

达自由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国际人权法认为表达自由包含了寻求（seek）、接受（receive）和传递（impart）各

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不难想见，那些消息灵通、见多识广的人士，其社会地位和素质肯定大大优于那些闭目塞听、不

谙世面的桃花源中人。在现代，人们获悉世界信息主要正是依赖于各种大众传播媒介。  

第三，尊重人格尊严的准则又对新闻传播活动予以必要的约束。正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在规定

了表达自由之后又明确指出行使这一权利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应当由法律规定某些限制，其第一项条件就是“尊重

他人的权利或名誉”。所有新闻都与人有关，但并不是人的一切信息都是可以广泛传播的。新闻的自由传播只应限于公

开发生的社会信息以及同社会公共利益相关的信息，至于采集和传播纯属个人的信息包括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讯的

有关内容，则应充分尊重个人的意愿，不得任意干涉，这就是隐私权所保护的内容，而隐私权的立法旨趣正是为了维护

个人的人格尊严（张新宝，1997：24）。  

第四，新闻传播活动同名誉权的关系是又一个热门话题。人的良好名誉经过大众传媒的广泛传播，对于提高自身的价值

不言而喻，这就是大众传播的授予地位的功能（拉扎斯非尔德，1948：164），那么倒过来，大众传播也足以毁坏一

个人的名誉。在媒介上贬损某个人，在什么情况下是合理的、是表达自由的需要，在什么情况下则是非法的、是侵犯了

他人的人格，这是各国诽谤法长期探讨的课题，众所周知，十多年来中国司法界、新闻界在这方面也作了许多有益的理

论和实践的探索。  

这样，对于新闻传播活动来说，维护和尊重人格尊严的原则就好象是一把双刃剑：既给以有力的支持又予以严格的约

束。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不同权利的冲突是十分常见的社会现象，法律和道德的作用就是通过强制的或者道义的手段寻

求不同权利的平衡与和谐。  

二、尊重人格尊严是中国新闻从业人员的新课题  

对于中国新闻从业人员来说，维护和尊重人格尊严是一个新的课题，这固然是由于这个概念进入我国法律还只有十几

年，在此以前，人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而这一事实本身则反映了深远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据有些学者考证，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人格”的概念（曲炜，1991：7；解思忠，1997），也有学者表示此说不能

成立。但在中国漫长的宗法等级制度下，不可能形成以普遍、绝对（对世）、平等为特征的人格尊严的概念，这应该是

确定无疑的。这样在当代，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潮下，这种宗法等级观念被直接植入现代社会意识，并且

以革命的词句加以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人分“红”、“黑”两等，“黑”的有九类之多，他们连“人籍”都

要被“开除”，“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如果这时有谁要跑出来讲“人格尊严”，那起码就

是犯了“包庇罪”。直至在《宪法》载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之后，还有人对于“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等“抽象

的”提法表示惴惴不安，生怕会抹杀了“敌我界限”似的。而新闻媒介长期被规定为阶级斗争工具和专政工具，积习之

深，自不待言。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阶级斗争为纲”的结束和向市场经济转轨，新闻媒介也从阶级斗争工具重新定位为大众

传播媒介，在指导思想上、功能上、传播方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由于人们对人格尊严确实还相当陌生，所以

新闻从业人员在认识上、操作上时而还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错位。  

①新闻传播功能的错位。当新闻媒介作为阶级斗争工具和专政工具时，“新闻审判”（trial by newspaper）盛行一

时，新闻媒介被直接用来宣布罪状和罪名，这样新闻传播就俨然拥有惩罚功能。至今仍然有人想要利用新闻媒介来惩罚

违法行为。如江苏沭阳岳姓公民因与饭店服务员发生纠纷，受到治安拘留15天的行政处罚，期间县电视台和公安局要

他站在“沉重忏悔，自我亮相”的大幅标语下，诵读事先拟好的保证书，录象后在电视台上连续播放15天[1]。又如今

年1月至2月，上海《文汇报》开辟“昨日谁违章”的专栏，将因交通违章受到处罚的行人、骑车人和机动车驾驶员的

姓名、违章行为、车牌号、住址或工作单位等情况予以公布，引起很大争议，多数意见不认同这种做法，后停止[2]。  

大众传播媒介具有多种功能，但是绝不具有惩罚功能，因为它不代表国家权力。按照法治原则，对于违法犯罪行为的处

罚必须由法律规定的特定国家机关行使，其他任何单位个人无权实施处罚。对于违法（犯罪）行为实行法无明文规定不

为罚（刑）、过罚（罪刑）相当，凡是违法（犯罪）行为人依法受到了惩罚，就视为已经履行了对于自己违法（犯罪）

行为应当承担的义务，不允许法外加罚。任何处罚都是对行为人某种权利的剥夺，如自由罚（拘留）是对一定期限自由

权的剥夺，财产罚（罚款）是对某部分财产权的剥夺，所以必须依法实施，法外加罚必定造成对行为人的非法损害。大

众传播媒介如果说要参与处罚，它的作用只是在于公示，就是象以上两件个案那样，把违法行为人有关情况向社会公

示，以期达到羞辱行为人的效果，所以被称为“羞辱罚”，这种法无明文的“羞辱罚”除了损害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外，

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②新闻报道方式的错位。在新闻媒介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时候，新闻报道、特别是涉及负面问题的批评报道，强调要有

“战斗性”、“批判性”，“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早已有学者指出，这种报道模式的影响是今天诱发新闻侵权纠纷

的重要原因（孙旭培b，1994：152）。在新闻批评方面强调维护人格尊严的意义不仅在于要求批评必须真实，而且

在于批评者必须平等对待被批评者。以为对方反正有错有罪，就可以极尽贬损之能事，势必辱及他的人格尊严。有一篇

通讯披露一位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犯受贿罪而被判刑的事实，本应是一件很有警世意义的题材，但是作者在通讯中对

于犯罪人使用了污辱性言辞，而且用大量篇幅描述犯罪人同他的女副手之间的“异常”关系和“桃色新闻”。当事人在

刑满出狱后提起名誉侵权之诉，法院判决侵权成立，通讯作者和媒介承担相应责任[3]。  

本案审结于1999年，反映了中国人权制度的进步。人格尊严是一项普遍的、平等的权利，所有自然人，不分性别、年

龄、职业、民族、职务、贫富、贤不肖、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等等，他的人格尊严都是同等的、不容侵犯的。最高法院

的司法解释规定批评文章反映的问题虽然属实，但是有侮辱人格的内容，亦应认定侵害名誉权。表明一个人即使有严重

的问题，也是不可侮辱的。这就同以为一个人犯了罪就成为低人一等的“贱民”可以任意羞辱的传统观念彻底划清了界

限。本案表明犯罪人的人格尊严同样受到法律保护，新闻揭露犯罪是正当的，但是如果对犯罪人使用污辱性词语，如果

渲染与案情无关的犯罪人隐私情节，造成辱及犯罪人的人格尊严，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③新闻权利主体的错位。从事新闻活动的权利主体是谁？尽管从国际人权法到我国宪法，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

由、新闻自由的主语都是公民即自然人，但是在我国新闻界这个问题往往处于模糊状态，前几年就有人主张新闻出版自

由是一种法人自由，不是自然人自由[4]。在新闻媒介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年代，为了斗争需要，把一些话加到一些人

的头上，把另一些人的话改得面目全非，那是司空见惯，媒介是人创造的，而人却异化为媒介的道具。这是对公民表达

权利的漠视，也是对公民人格尊严的漠视。“法人自由”论不过是当年那种做法的余音。在媒介和公民的关系上，媒介

不过是传播公民意见的载体，媒介可以选择公民的意见予以传播或者不传播，而无权制造、改变公民的意见。如果一个



公民想要表达的内容可以被媒介（法人）“自由”地篡改、编造或者任意处置的话，那么他又有什么尊严可言？近年发

生的有些谈话、报告未经本人同意即予传播而引起的纠纷，当事人所表达的愤怒，显然并非出于什么观点的分歧，而是

自身尊严受到了挑战[5]。公民言论不受强制、不受篡改的权利作为一项人身权利在《著作权法》里已有明文规定，也

已发生过公民作品的署名、内容遭到篡改而请求法律裁判的案例，原告人胜诉是必然的[6]。媒介从业人员应当恪守

“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这句格言，因为人是表达的真正主体。  

④新闻从业人员地位的错位。我国新闻媒介大都从属于一定的党政机关，媒介的报道、特别是批评报道，往往以它的上

级机构的权力为后盾，甚至成为它的上级机构权力的延伸，这就很容易使媒介从业人员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的手里

也应当握有什么权力。近来关于新闻记者采访权的讨论中，有人提出采访权的“权”应是权力之权，而不是权利之权，

主张采访权应当是类同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权力（周亮，1999），还有人主张记者有权实行强制性采

访，要求规定对于记者的调查采访，任何单位、部门、个人“不得拒绝、抵制、隐瞒”[7]。由于这在实际上是做不到

的，我们便发现有些记者在“隐性采访”的名义下，实施着姑且称之为“侦查性采访”的做法，这就是伪装一定的身

份，采用先进技术装备进行偷摄(hidden cameras)偷录(surreptitious taping)，甚至直接体验违法犯罪活动以取

得第一手资料[8]。  

这种把记者采访“权力化”的观点和做法并没有法律依据，其主要危害则是会损害广大公民的人格权。记者如果拥有采

取强制手段或隐蔽手段从公民那里取得资料的权力，那就同警察没有什么区别了。警察拥有这种权力是履行管理社会的

职责的需要，同时从范围到程序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他取得资料的目的是为了办案，因而是封闭的，可以把公民因此

可能遭受的损害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而公民通过国家赋予警察这种权力也是为了公共利益和秩序向管理者对自身权益

作出有条件的让弃。记者不是社会的管理者，不拥有管理者的权力同时也不承担管理者的义务，他取得资料的目的就是

为了把它公开，所以记者采取类似警察手段进行采访的后果就是撤消了公民的任何防线。本文无意讨论“隐性采访”合

法与非法的界限，而是只想指出，即使一些偷拍偷录的新闻效果良好，如果在媒介上出现过多，也有可能使公民失去私

密感和安全感，这种潜在的影响不容忽视。  

三、维护人格尊严既要靠法律也要靠道德  

人格尊严是具有伦理性品格的权利，它要求把人真正当成“人”，承认人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最起码的社会地位，

保证每个人受到社会和他人最起码的尊重。所以维护人格尊严既是法律规范也是道德规范，就是说，它既要依靠国家的

强制力来保证，又要通过社会舆论、风尚、人的良知以及建立行业制度来倡导。  

从世界各国现今有效的成文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看，尊重他人人格尊严的内容占有十分重要的篇幅（规范文件名称

略）。首先，许多国家，如意大利（1993）、丹麦（1992）、葡萄牙（1993）、西班牙（1993）、瑞士

（1994）、比利时（1982）、匈牙利（1994）、保加利亚（1994）、土耳其等，俱在规范的开头或者其他突出地

位规定了新闻职业必须遵循维护人权、人格权或者人格尊严等原则，英国（1997）规定新闻工作者最高的职业和道德

标准是“既保护个人的权利又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冰岛（1988）规定新闻工作者“在行使职责过程中应该时刻牢记

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牢记公众获知信息和权利和表达的自由”。  

其次，几乎所有的规范都突出的肯定了公民通过媒介实现表达权和知情权，如规定“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鼓励并维护

人民信息权”（意大利）、“尊重公众了解事实真相的权利乃是新闻记者的首要责任”（荷兰，1992）、新闻媒介是

“公众行使知情权的工具”（土耳其）、把“为公众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列为新闻工作者的基本义务（斯洛文尼亚，

1993）等，有的强调了公民拒绝表达的权利，如俄罗斯（1994）、西班牙都规定“承认并尊重自然人和法人不提供

信息和拒绝回答问题的权利，除非法律规定必须提供这些信息”，有的规定了公民选择表达方式的权利，如瑞典

（1995）规定“对于采访对象希望事先知道他的陈述将以何种方式发表及将发表在哪一家报刊上的正当要求，应予照

办”，芬兰（1992）也有类似的规定，申辩权、反驳权得到普遍注意，如日本（2000）规定媒介必须“给对方提供

反论的机会”。  

第三，几乎所有的规范都规定了对于各项具体人格权的保护，包括尊重隐私权、禁止诽谤侮辱、保护证人和受害人、遵

守无罪推定、为消息来源保密、保护未成年人、反对种族和宗教歧视等。有的对记者的采访方式作出明确的限制，如德

国（1994）、瑞士都规定“禁止用不诚实的方法获取新闻”，俄罗斯规定“不得采取不合法和卑鄙的方式获取新

闻”，挪威（1994）规定“不得滥用他人的感情和情绪，不得利用他人的无知和缺乏判断能力”，葡萄牙规定“记者

原则上应当表明身份，只有当不表明身份无疑出于公众利益时才允许不表明身份”，芬兰规定“获取新闻必须通过公



开、诚实的手段，只有当正常手段无法获取具有普遍公众重要性的信息时，才能采用特种手段”。 有的还规定记者必

须同情报机构划清界线，法国（1938）这一历史悠久的条款几乎成为格言：“不得将自己（记者）的角色混同于一个

警察”（does not confuse his role a policeman's）。  

在中国，大陆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已经三易其稿，现今的有效文本（1997）规定“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揭人

隐私，不诽谤他人，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台湾地区分别有报业、电

视、广播的道德规范（1974），也有以正当手段采访，不诽谤个人名誉，伤害私人权益等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四

个新闻团体于今年6月通过《新闻从业员专业操守守则》，对维护当事人回应的权利，尊重个人名誉和私隐等均有涉

及，还特别规定了儿童的私隐尤须谨慎处理。  

以上各国和地区的新闻道德规范，在涉及维护人格尊严的相关问题上，虽然各有有无详略繁简之分，但并无互相抵牾之

规定，可见对此全世界新闻从业人员实有普遍之共识。  

维护和尊重人格尊严，既要靠法律，又要靠道德，是因为两者都是人的行为规范，在实践上，往往相辅相成，相互作

用。首先，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法律是最低的道德。绝大多数法律规范都是从道德规范中提炼出来的，但是法律自身不

能从正面、而只能从反面表明道德的立场。比如诽谤侮辱行为，可以立法加以禁止，但对于尊重公民的表达权、知情

权，主要还需要通过树立言论自由的道义上的优势来加以倡导和发扬。其次，法律作为以国家强制力保证的规范，只能

调整人们某些特定的行为，即触犯法律的行为，而道德作为依赖社会舆论和社会评价的力量，依赖人的良知、习俗和惯

例来维持的规范，可以涉及社会生活的更为深广的层面。侵权、违法和犯罪行为都有一定的构成，对于有些不利于人格

尊严的行为但是并没有构成侵权违法，就要靠道德来劝阻和谴责。而且请求法律救济必须支付成本，有些受到损害的当

事人往往会自认倒霉，不愿诉诸法律，而道德则着眼于防患于未然，减少乃至杜绝损害人格尊严现象的发生。例如对于

当前使用过滥的偷拍偷录行为，尚难立法加以禁止，主要是通过道德来加以引导。第三，法律只能作用于人们的外部行

为，而道德则可以作用于人们的内心世界。尊重人格尊严，仅仅依靠法律对于侵权违法行为的禁止性规范，是难以奏效

的，只有通过在社会意识层面上树立人本意识、平等观念等等，才能蔚然成风。法律需要取得人的内心认同，法律不被

信仰，只是徒具形式。但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制裁侵权违法行为，又有利于宏扬正气树立新风，近年来

我国审判机关审理“新闻官司”，制裁新闻侵权行为，对于提高新闻从业人员尊重他人人格权的自觉性，也是显而易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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